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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国学研究方法论
邵友伟　郑炜明

摘　要：饶宗颐与其一以贯之的国学的方法论是分不开的。通过

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自己多年学术实践的总结，饶先生在方

法论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他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

上提出“三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他通过文化互鉴的方法来论

证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印度文化、古巴比伦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相同点

和联系。其方法论还包含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即用目录学的方法来串

联材料；用训诂学的方法来对古文字在字形、字音、字义等加以考证。

关键词：饶宗颐　五重证据法　古史重建　文化互鉴

一、从三重证据法到五重证据法

自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出土文献发现以来，古史研究的视野即得

到了开拓，最早将地下出土材料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是王国维先生。

王氏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肯定了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

的相互印证作用。饶宗颐在“从郭店楚简追踪古哲之‘重言’—儒、

道学脉试论”一文中提到对待文化的态度是接着讲，在接着讲这一前

提下又提出照着讲和参着讲。从这一意义上看，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

是对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接着讲的。饶宗颐继承了王氏的二重证据

法，并对其丰富和完善，扩展到三重证据法乃至后来的五重证据法。

饶宗颐本人也亲口表达了对王氏的二重史料的继承。他说：“余所以提

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

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文物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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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尤强调它的重要性。”a王氏所说的纸上材料一般指传世的文献很

少有异议，而饶宗颐则将王氏所说的地下新材料分为了经考古学田野

发掘出土 / 调查所得的实物和带有铭刻文字的实物如甲骨、金文、竹木

简、碑记等材料。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这本书中肯定了饶

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他说：“这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

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

证据。”b李氏所说的古文字资料较好的概括了饶先生所涉猎的甲骨文、

金文、简帛文字等内容。除了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王煦华先生认为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学研究也运用了三重证据法。“所以顾先生的疑古

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历来相传的古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

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

胆又严谨的。”c与饶宗颐不同的是，顾氏并未用到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

料，但其借鉴了一些民俗学资料。另外叶舒宪认为“郭沫若、闻一多、

郑振铎等借鉴西方人类学的方法的启示，也分别尝试第三重证据的运

用”d。因此，不同学科在方法论上的交互融合容易产生新的学术观点和

见解。除此一说之外，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还有不同的提法。饶宗颐

在甲骨学研究中曾指出研究殷代史整理资料的三个方法途径：“一曰经

传子史之疏通，二曰甲骨资料之搜采参证，三曰考证杂记之钩索。”e这

是饶宗颐对于三重证据发的早期设想，包含了饶宗颐对传统的研究方

法的总结和提炼以及对王氏二重证据法的继承。相比于王氏的二重证

据法，饶宗颐将经史子集代指纸上材料，将甲骨文代指地下材料，同

时将对资料的分析也作为一重资料。饶宗颐与王氏作为甲骨学研究的

a　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9 年，第 5 页。

b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年，第 2 页。

c　王煦华：“前言”，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5页。

d　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

年第 4 期。

e　饶宗颐：“《商殷帝王本纪》序”，《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甲骨下”，第1062—10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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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学者，都意识到甲骨学研究的重要性，王氏虽未明确阐述地下新

材料为甲骨文，但其所生活的年代对新材料的界定一般指甲骨学和金

石学。而饶宗颐因其在甲骨学领域深耕多年，亦非常重视甲骨文材料

的作用，把甲骨文作为“一重”证据。在谈到夏文化的研究时他又将

三重证据法归结为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值得注意的是

甲骨文研究在其三重证据法中的重要性。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在其研

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曾宪通先生称赞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的精妙之

处体现在“从甲骨文考察夏代的礼制、据卜辞研究商殷之地域、从牙

璋分布印证《淮南子》所称之商人疆土”a。

在三重证据法之后，饶宗颐又进一步提出了五重证据法，五重证

据法是对三重证据法的补充和完善。其中民族学史料一项，饶宗颐借

鉴了杨向奎先生所补充的民族学对古史研究的补充作用。杨向奎先生

说：“鉴于中国各民族间社会发展之不平衡，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

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证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b

其实饶宗颐在很多研究中也运用了很多民族学的资料，如其在区域地

理研究中就对民族学的史料广泛使用。在楚文化研究中借鉴了很多苗

族的风俗和信仰，在吴越文化研究中联系了南越各少数民族与越族的

关系，在西南文化研究中更是运用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的文献。叶舒宪

从杨向奎三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加入了比较图像材料作为

第四重证据。c饶宗颐所提的五重证据法除了民族学的资料还包含异邦

的古史资料，如“中、外史诗上天地开辟与造人神话之初步比较—

近东开辟史诗前言”一文就用古巴比伦、古希腊、腓尼基等族的古代

神话与汉族神话进行对比研究。“古史上的天文与乐律关系之探讨—

a　曾宪通：“选堂先生三重证据法浅析”，《华学》第9、10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第 36—37 页。

b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序言”第 1 页。

c　参见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

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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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钟律与巴比伦天文学无关涉论”一文通过对巴比伦天文学的深

度解析证明中国古代的乐律与此并没有关系。饶宗颐因着对印度学、

梵学、悉昙学的研究，与中国古史多有比较。如西亚与中国都有 这

一字形，在西亚是女神肩上的符号代表着吉祥，而在甲骨文中一般认

为是巫字。虽说饶宗颐对三重证据法进行丰富到五重证据法，但饶宗

颐也指出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仅可作为间接的辅佐材料，是无

法取代直接证据的价值的。

图4-1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除了应用于甲骨学研究以外，

在古史地理学和古代神话研究领域也多有运用。除了经典材料以外，

另外四种在古史地理研究中都有涉及。如在荆楚文化研究中，通过很

多出土文物（实物）来辅助论证，如通过平江县的墓葬发现带豆黄色

釉的陶豆、陶尊形器、铜铲、铜熔块及铁䦆，长沙黄土岭战国墓出土

的朱绘人物车马漆奁来证明楚国手工业所达到的高度。在阐释楚国的

宗教观念的时候多次引用《楚缯书》和《子思子》的内容，二者均为

新出土的古代文献。在吴越文化研究中，不仅运用了考古学材料还运

用了甲骨文、金文等材料来论证。在吴越文化的起源中，浙江吴兴丘

城、皖北曹庄、皖南蒋公山来证实青莲岗文化的特征，用郑州二里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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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发现的印纹硬陶证几何形印纹陶文化，用南京北阴阳营墓出土的

玉和玛瑙等证实越地文化的繁荣。在“文献记载下的吴、越”一文中

饶宗颐从字源学入手，选择直接证据—实物—甲骨、金文材料来证明，

用铭文的 来证吴，用甲骨文的 来证戉，戉即越字。在西南文化研

究中，采用的证据法则更加多元。在西南民族的国家和氏族中采用了

很多民族学研究的资料。在对蜀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还运用了异邦古史

资料即越南的古史资料证实蜀王子在蜀亡国后移居越南称安阳王一事，

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越交往意义重大。

在古史神话研究当中饶宗颐也充分利用三重证据法乃至五重证据

法。他在论证炎帝与蚩尤的混用的时候不仅引用传世文献如《史记》

《大戴礼记》《国语》等，还引用了江陵王家台出土秦简《归藏》以及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相关内容。在考证有娀与不周两地名的时

候，饶宗颐引用了出土文献《九店楚简》关于不周的记载。在太皞和

少皞的传说中，对东方的鸟俗神话结合了一些考古发现，如大汶口文

化陶器上的群鸟图案，龙山文化遗址亦出土了鸟首形鼎与鸟首连胫陶

等。又通过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的《五星占》与《刑德》两篇与伏生

《尚书大传》中关于太皞的记载作对比，证明三者有很强的相似性。其

五帝异说观亦采用了很多出土文献，如长沙子弹库帛书青木、赤木、

黄木、白木、黑木的提法，《云梦秦简》《孙子兵法》等，同时采用

《华阳国志·蜀志》等民族学史料。

二、文化交流与互鉴的方法

从五重证据法中的一环注重异邦古史资料出发，以世界文明史的

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在此过程中，饶先生的研究视角不断开拓，

由探讨异邦古史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拓展到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

的古史地理研究不仅重视中国境内各地理单元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同

时也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他说：“横的空间方面，注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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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的单元，考察其交流、传播、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 a饶宗颐

的中外比较研究主要包含中华文化与古印度、古巴比伦文化之间的异

同与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从两种异质的文化的角度看，“文明互鉴是可

以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次。所谓文明的无意义互鉴，核心便是

指文明之间往来的最为原初性的形式”b。中华文化与古巴比伦、古印度

文明的互鉴在很多方面是无意识的，而且可以追溯到原初形式的文字

和符号。

（一）古巴比伦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异同 

饶宗颐通过对两国音律和天文学的来源、生成过程以及运转方式

的比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 他认为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和音律方面虽

与古巴比伦有一些相似性，但并未发现二者之间的交流与借鉴，二者

的互鉴是无意识的，或许是在各自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的。

古巴比伦的音乐已经随着古巴比伦文明的覆灭而灰飞烟灭，只能

从考古以及古希腊文化中发现点滴遗存。就考古遗存来看，20 世纪的

苏美尔文化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各种竖琴和弹琴师的图刻，同时还出土

了长颈琴、笛等乐器。这些文物遗存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 到 2000

年之间，这是巴比伦文化关于乐器最早的资料。我国考古发现的河姆

渡骨笛距今约 5000 年，贾湖骨笛距今约 6000 年，因此也不存在受巴比

伦影响的可能性。c通过这些文物发现饶宗颐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古

巴比伦的音律与中国古代的音律有什么联系。

在古代农业社会历法关系着农业生产，在古巴伦和中国古代都非

常重视历法。饶宗颐认为两国的历法虽然表面上有相似点，但并没有

证据表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由古巴比伦传入的。在历法方面，饶宗

颐认为二者就有本质的不同，二者的历法都是从各自的历史背景中发

a　饶宗颐：“发刊词”，《华学》第 1 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年。

b　赵旭东：“文化的自主性与文明的互惠性—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互鉴的实践逻辑及中国观

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5 期。

c　参见戴念祖“中国、希腊和巴比伦：古代东西方的乐律传播问题”，《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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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来。二者的不同点体现在古巴比伦的历法（巴比伦王朝时间公元

前 19—前 16 世纪）主要表现为春分固定在一月份，这与中国把冬至作

为一年的开始是不同的。巴比伦以太阳落后新月在西方初见为一个月

的开始，与中国朔旦为一月的开始也有明显区别。巴比伦的历法经历

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调整和完善才逐渐定型。古巴比伦对于处理闰月经

历了一个世纪的变化过程，一开始置闰方法并无系统的规定，可能国

王的一个命令就能任意更改。a后来置闰法由公元前五世纪的八年三闰

变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十九年七闰。饶宗颐根据《春秋》记载发现中国

古代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系统的运用十九年七闰法。但二者的这种

历法的运行方式更像是一种巧合，是平行发展的，尚未有证据表明二

者的相互影响。

（二）印度古代文明与中国古史的联系

饶宗颐认为印度古代文明与中国古史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的可能性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印度河谷的文字符号与我国出土的陶文很多都

相同，二是印度出土的肩斧和段斧可能受中国古代越族的影响，三是

中印两国都对卍字符有广泛的运用。

1920 年印度河谷陆续出土了大量古代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符和

文字。饶宗颐通过将印度河谷出土的文字与中国古代出土的陶文作比

较，意外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相似性。一方面，饶宗颐通过对印度河谷

文字的研究解决了中国的半坡、乐都、二里头出土的文字有很多陶符

不能辨识的问题；另一方面，印度河谷出现的很多文字和印欧系统的

语言结构完全相违背，给予学者联系该出土文字与中国的汉字的猜想。

饶宗颐认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另一个例证是印度肩斧和段斧的分布，

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越族文化辐射到印度的体现。与此相对，饶宗

颐认为云南蚀花肉红髓珠可能是由印度河谷传入的。饶宗颐认为印度

a　如出土的泥砖记载国王汉谟拉比下令“今年年成不好，下个月必须改为闰六月代替七月，原定

于七月二十五日应缴的赋税改在闰六月二十五日缴纳”，参见饶宗颐“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

与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 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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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pur 出土的陶文与我国三处古代遗址出土的陶文都有一些相同的符

号出现，他将其分成三组。第一组是与半坡陶文相同的符号有：|、||、

、↑、↓、 、 、 、 。第二组是与华侨新村出土的陶文相同的符号：

↑、 、 、 、 、 、 。第三组是与明刀背文相同的符号：↑、 、 、

、 、 等符号。a

卍字同样是体现了中印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和相同点的。饶宗颐

根据出土文物发现我国的青海乐都县柳湾墓地所发现的陶器即有卐、

卍两种符号出现。无独有偶，饶宗颐也注意到了印度Susa 出土的彩瓶

上有卍字符，印度 Harappa 印章上也发现了这一符号。除了在青海的

发现，在河南陕县出土的唐开成三年的墓与云南丽江摩些文字都出现

卍字符。更进一步，饶宗颐还发现这一字符遍及亚洲、美洲等地区，

并且认为卍、卐、 、 等符号可归类为一种符号。由此可见，卍不

仅体现了中印文化的相同点和影响，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由文化的

比较和互鉴可以看出饶先生的国际视野，以及在中外文化互鉴中凸显

中国学术文化的特色。

三、古史重建的方向与构想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在二十世纪上半

叶确实起到了打破束缚、直击本源的进步作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文化的复兴以及民族自信心的提升，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古史学研究

方法与方向成为时代的共识。古史重建一直以来得到学者们的提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济先生就提出了“古史重建”的思路，“他的思

想就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b。晁福林先生认为古史的重

建，即是从科学的角度推动考古学的发展。c可见推动考古学的发展是

a　参见饶宗颐“谈印度河谷图形文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 313 页。

b　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春之卷。

c　晁福林：“论古史重构”，《史学集刊》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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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研究的一个大方向。饶宗颐对于古史重建的方向和构想在方法论

上以五重证据法为基础。重建的原则体现为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保留中

华文化的特色，对于古史的研究他主张接着讲。

通过多年在古史学领域的耕耘和实践，饶宗颐对于五重证据法的

展开以及古史重建的方向做出了构想和展望。

（一）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所说的三重证

据的主要依据。

（二）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

作深入的探究。

（三）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

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堪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

种新的认识与理解。a

这段话是饶宗颐对三重证据法乃至五重证据法的丰富和细致表述。可

见他是把深入研究出土文物和文字作为古史重建的方向的。饶宗颐认

为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不必仅仅停留在有

限的古书上来争论。他说：“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停滞在几本

古书、在纸上文献，翻筋斗式地去任意作先后的安排，来武断事物出

现的层次；或者只赤手空拳打几套玄学式的历史学的猜拳游戏。”b饶宗

颐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其五重证据法，随着出土文物和出土的文字记

录的增多，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会不断得到解决。同时，也可以用很

多民族学的史料和域外文明进行旁证。而这些的目的就是用材料说话，

避免一些武断的猜测和任意的结论。如果没有充分的材料来论证，很

多古书和古史上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些出土文献“正要求

我们须更审慎地、冷静地去借重它们以比勘古书上种种记录，归纳出

a　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 6 页。

b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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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古书记载原意的合理解释，而寻绎出有规律的历史条理”a。从对出

土文献的重视上，可以看出饶宗颐的学术研究是沿着可证实的路线进

行研究的。

饶宗颐认为考古学很好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古史中错误的

结论，另一个是古史研究的扩展。考古学解决了很多困扰学界几千年

的问题，如饶宗颐提到，很长一段时间古代只有龟卜没有筮卦，易卦

是从龟的形体演变而来，五行思想到汉代才开始发生等b，长久以来固

化的观点随着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材料的出土不攻自破。他所发现

的古史研究会让人看到耳目一新的材料从而扩充某一领域的例子有很

多。如郭店楚简的出土，丰富了对儒、道两家在战国时期思想发展状

况的研究。东南地区出土的关于鸟的器物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古史传说

中的鸟俗神话。通过比照甲骨文的记载，对古鱼国的传说有一些证明。

除了研究方法以外，饶宗颐亦多次强调对于中华文化的认识，尤

其是古史研究方面。他认为当前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缺乏信心，

反而对于西方文化情有独钟。关于其中的原因，他说：“中国文化自

19 世纪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卷起洋务运动的热潮，对自己旧文化的

真义，完全失去了信心。”c长期以来，我们在很多研究领域都是按着西

方的标准，丢失了我们本身固有的标准体系。在古史研究领域也是如

此，“所有新与旧之争，伪经、疑古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

都是走许多冤枉路”d。的确，这些无谓的争论使得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

的认同感、信任感变得不再坚定。这些模棱两可的怀疑和似是而非的

争论都不如拿证据说话来得实在。针对此，饶宗颐给出了两条路子，

一条是通过出土文献来拓展学术视野，另一条是花费工夫去重新整理

古代文献。出土文献的不断挖掘既可以验证很多古书的真实性，一些

a　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 6 页。

b　同上。

c　饶宗颐：“从郭店竹简追古哲之重言—儒、道学脉试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三

“简帛学”，第 5 页。

d　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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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籍的发现则可以拓展古史研究领域的新视野。随着出土文献的被发

掘，这些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显得尤其重要。古籍的整理工作如同对

古史进行重构，从而以一种全新的样貌呈现在世人眼前，才能更好地

传承。他还把简帛的发现与西晋太康时期的汲冢遗书相类比，把古籍

整理工作的重要性与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相比拟。

四、古典文献学的方法

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换句话讲即传统小学的方法，即包括目录、版

本、校勘、训诂、辑佚等。杜泽逊先生将文献分为著、述、编、译四

种方式。a作为学贯中西，终其一生将所有精力都用在读书、写书的学

者，饶先生对著、述、编、译四种方式游刃有余，从容周遍。其研究

于诸传统方法都有所运用，特别是目录学和训诂学的方法。

（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

饶宗颐的古史研究之所以能够视野宏阔，考证细致周密，离不开

他扎实的目录学知识。他认为“熟悉目录学可以使你的学问做得精密，

很扎实，有旁搜远绍、左右逢源的好处”b。他的目录学研究一方面包含

扎实的搜集资料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包括通过融合不同学科、不同

国家的学问来达到“左右逢源”的目的。饶先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广

泛搜集资料的例子有很多，如其弱冠时在中山大学通志馆工作时即收

集了大量地方志文献，又如其甲骨文研究不仅收集国内的甲骨文材料，

更是远涉日本、欧洲、美国等地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其“左右逢源”

既体现在其对不同学科的精通以及借鉴，又体现在借鉴异域文明的成

果加以对比研究。其借鉴体现在古史研究中融入了语言学、宗教学、

民俗学，以及运用了民族学史料。对异邦古史的借鉴体现在用古印度、

巴比伦、越南等文献与我国的古史研究进行旁证。

a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6—41 页。

b　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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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录学既包含研究某一问题穷尽一切材料，又包含对所搜集的

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其穷尽一切材料在甲骨学、楚文化研究以及《全

明词》的编写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如饶先生在楚文化研究当中，不局

限于楚文化的历史地理研究，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将楚辞、楚地

理、楚简、楚帛书等梳理出脉络，这充分体现了饶宗颐的目录学功底

与学术视野。在甲骨学研究中，特别是编纂《通考》的过程中，饶宗

颐不仅收集了国内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搜集了

日本、欧洲、美国等地收藏的甲骨文材料。为了编纂《全明词》，饶宗

颐足迹遍布内地、港台以及日、美等国，总共搜集1390 词家的近两万

首作品。单就台湾所存明人文集就有1600 种，饶宗颐都悉数翻阅。日

本的内阁文库和哈佛大学的明人文集也全被翻阅一遍。a其分类整理的

例子也有很多，最典型的是《甲骨文通考》对人物和事迹进行的分人

分事的整理。其次，关于楚文化研究的著作《楚辞书录》是典型的目

录学著作，该书考证了 96 篇关于楚辞的著作，辑佚了 26 种元代以前的

《楚辞》著述，考证了51 篇古人模仿《离骚》的著作，整理了 20 幅古

代有关屈原和《楚辞》的书画，以及 27 种外译本《楚辞》。b

在研究过程中，饶宗颐有清晰的目录学思维，他说：“从目录学得

到一个纵观全局的眼力，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进行贯通，这样做的

治学领域才能广阔。”c有目录学思维在横向上不会单纯局限在某一领

域、某一学科，可以窥见不同学科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的长处；在纵向

延展上也不会局限在一朝一代，会有一种宏观的历史视角。他的目录

学的视角体现在一种旁通能力，即“开发式目录学”由一个问题到另

一个问题，由一个文献系统到另一个文献系统。d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读书须贯通，做学问也须贯通。……看似毫无关联的问题集中一

a　参见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第 77 页。

b　参见郝润华“饶宗颐先生的目录学成就”，贾益民、李焯芬主编《第一届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16 年，第 20—21 页。

c　饶宗颐、陈韩曦：《选堂清谈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第 27 页。

d　参见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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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进行探究。”a纵观饶宗颐的古史学研究，正是因为有目录学知识的

支撑，他总能发现前辈学者未发现的问题，查找到一些别人未曾留意

的史料，发现一些表面看来毫无关系的材料间内在的关联。他的“开

发式目录学”不仅适用于目录学研究，也是做学问的指南。这种关联

饶宗颐也曾从学理上予以阐释，他说：“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

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研究人文

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要文史不分家，其

实是要文史哲艺统统不分家。”b饶先生生前更喜欢别人称其为文化学者

而不愿意被称为专家。他所说的这种文史哲艺不分家，与其说是各学

科之间的联系，不如说他认为中华文化内涵的广泛与各个领域来源的

一致性。

（二）训诂学的研究方法

训诂学的方法是做传统学问离不开的方法，作为国学大师的饶先

生对此方法游刃有余，自然而然地融入其学术研究当中。训诂学一般

被划分在语言学这一学科里面，传统的语言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

训诂学，其所研究的侧重点是形体、语音和语义。c训诂学的方法又分

为声训、形训和义训。在古史研究中，特别是在对文字的考据上，既

运用了声训，也运用了形训和义训。

饶宗颐先生所受训诂学的“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孙诒

让和顾炎武的影响。饶宗颐提到他做学问所追求的“精”就是来源自

清代的朴学。受其父饶锷先生的影响，他少年时就对清儒有很大兴趣，

他非常赞赏孙诒让治学严谨和顾炎武探究原委的学风。d二是受清末历

史地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晚清巨子沈曾植的影响。沈曾植是清末重

a　施议对、施志咏编纂：《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年，

第 7 页。

b　郑炜明：“论饶宗颐先生的华学观”，《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十周年馆庆同人论文集饶学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7 页。

c　参见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d　参见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2000 年，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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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同时在书法、绘画、佛学等方面造诣颇

深。沈氏对饶宗颐的影响体现在“三元说”、西域南海史地研究、梵学

研究等方面。a三是受日本学者扎实的学风影响。饶宗颐曾经多次东渡

日本，或参加学术会议，或查阅甲骨文等资料，与池田温、渡边隆男、

青山杉雨、今井凌雪、西川宁等日本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学术风

格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饶宗颐特别赞赏日本学者抓小题目的学术方法，

学者间逐字探讨的学术风气。b这种学术风格也影响到饶宗颐的学术研

究，其成果大多就小问题展开分析论述的小文章，较少进行大的学术

史梳理和建构。

饶宗颐的训诂学方法在甲骨学研究中则更为广泛，如《通考》前

论中即对《周礼》作龟之八命“象、与、谋、果、至”等文字进行了

训诂。“象”训为观象云物，察应寒温；“谋”训为谋事、谋议；“果”

训为“允”或“克；“至”训为“来”。c贞卜人物事辑对每个卜人都做

了训诂，如卜人“争”契文作 ，亘字作 ，为邦名，又称“亘方”，

等等。在训诂之外饶宗颐还运用校勘学的方法，“读契之事，校勘为

先。综其大要，约有两端：一曰原物对堪，二曰同辞互勘”d。可见训诂

学、校勘学方法在《通考》中是一以贯之的，也体现了训诂学方法对

文字考证、地名、人名等的重要性。

结　　语

以五重证据法、文化互鉴的方法、古史重建的方法和文献学等方

法为代表的国学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理解饶学的一种思路。

从三重证据法发展到五重证据法，可以看出饶先生国学研究的方法论

a　姜伯勤：《饶学十论》，济南：齐鲁书社，2012 年，第 194—196 页。

b　参见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第 77 页。

c　参见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甲骨”，2009 年，第

43 页。

d　同上书，第 19 页。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跨文化对话第 49 辑52

逐渐走向成熟。他以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将文献的主次关系做了区分，

同时也对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做了区分，并注意到了民俗学和异邦资料。

他所认为的古史的重建是以考古学为基础，使传统文化的古义与现代

化相融合，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通过饶先生以文化互鉴的方法来

论证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印度、古巴比伦之间的互鉴可以看出不同文化

之间比较，进而从一种世界文明的高度看文化互鉴。目录学的方法是

其学问的根基也是其学问发散的关键，是寻找文献材料的基础，也是

扩展学术视野和增强问题视域之间的融合的途径。训诂学是学问枝繁

叶茂的地基，体现了饶先生对国学研究“照着讲”的阐释方法以及严

谨的治学态度。




